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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广西的农户调查，考察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新一轮

确权颁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研究表明，地权不稳定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二轮

承包期间的土地大调整经历会降低农户施有机肥的可能性，土地小调整经历则不利于农户采用秸秆

还田技术。 当前正在推进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在地权稳定性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发挥着

显著调节作用，以提升产权安全性为目标的农地确权会削弱地权稳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子样本检

验、替代变量检验和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证实上述发现是稳健的。 此外，对于秸秆还田行为，研究发现农地

确权存在时滞效应，随着颁证时间延长，确权能更好地消除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鉴于农地

确权颁证有着积极的政策效应，能够削弱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要以新一轮确权为契机，
保持地权长期稳定，让新一轮确权有效保护农户地权，激励农户积极保护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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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耕地质量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从强调

粮食产量转为更加关注粮食生产潜力，提出了“藏粮于地”和绿色兴农等战略，耕地质量问题愈

发重要。 然而，中国整体耕地质量情况不容乐观，集中表现为中低等耕地占比过高和优质耕地

资源稀缺，各类土壤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土壤质量问题，如东北黑土壤退化，
华北地区耕作层变浅，南方丘陵地区土壤酸化、板结和重金属污染等，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多次

发文要求和鼓励各地进行耕地治理，试图缓解日益严峻的土壤质量问题。 尽管政府层面引导和

鼓励必不可少，但必须承认的是，作为耕地最直接的使用者，农户是保护耕地最重要的主

体 ［１－２］ 。 如果没有充分调动农民保护土地的积极性，耕地质量能否得到维持和改善是值得怀疑

的。 因此，聚焦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及其决策动机，并在此基础之上出台针对性的引导措施，
就显得尤为关键。

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因素十分丰富，已有文献表明，包括农户个体特征、主观认知

情况、家庭经济社会特征、政策与制度环境特征在内的诸多因素均可能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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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３－４］ 。 其中，最广为提及并受到学界重点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农地产权 ［５－６］ 。 目前，关于产

权安全性或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成果较为丰富。 一些研究证实，当地

权安全性较差时，农户通常没有动力去保护耕地质量 ［７－８］ ；相反，农业经营主体多倾向采取掠夺

式经营来实现短期获利 ［９－１０］ 。 因为不稳定的地权如同一种随机税 ［１１］ ，会降低农户长期经营预

期，削弱其投资和保护耕地质量的动机。 而稳定的地权能激励农户进行土壤保护性投资，特别

是与地块相连的长期投资 ［１２］ 。 然而，也有部分成果发现，地权稳定性并不必然负面影响农户的

土壤保护行为 ［１３－１４］ ，提升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没有显著改善作用 ［１５－１６］ 。
也就是说，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仍没有定论。

虽然学界对地权稳定性能否激励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仍然存疑，但是主流观点主张产权

安全性不可或缺 ［１７－１８］ ，认同地权稳定有助于形成长远预期，让农户更愿意保护耕地质量。 对中

国农户而言，地权不稳定主要表现为土地调整。 近些年来，虽然不再是早期频繁的“ ３ 年一小

调、５ 年一大调” ，调整频率有所下降 ［１９］ ，但是中国农村的土地调整现象仍没有消失。 新近的一

些调查也证实，有相当比例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土地小调整 ［２０－２１］ 。 为

消除土地调整这一类地权不稳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于 ２００８ 年开始逐步在全国推进

新一轮承包地确权颁证工作，试图构建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农地产权制

度。 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给出时间表，提出要用 ５ 年时间完成全国农地确权工作，指示各

地真正做到要“把承包地块的面积、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 。 此后连续 ５ 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都提出，要抓紧落实农地确权颁证工作，杜绝农地行政性调整，给农民吃长效“定心丸” 。
目前，相关成果多证实确权颁证达到了改善产权安全性的效果 ［２２－２３］ 。 并且，一些成果证实，新
一轮确权会有效激励农户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措施 ［２４－２５］ ，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改善效应。 确权颁

证的直接影响得到初步关注，但已有文献鲜有意识到农地确权颁证的间接影响，即新一轮确权

颁证能否在地权稳定性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发挥调节性作用。
为此，本文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户问卷调查，试图把握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尝试回应

以下两个命题：（１）历史层面，农户实际体验的地权稳定性，即二轮承包期间的土地调整经历是

否会不利于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 （ ２）现实层面，当前致力于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保护严格”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是否会在“地权稳定性—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发挥

显著调节作用，能否弱化不稳定地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回答上述命题不仅有助于拓展产权安

全性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机制，而且有助于识别新一轮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地权稳定性与耕地质量保护

土地是农民持有的关键生产要素，来自多个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户

农业经营决策密切相关 ［５－６］ 。 安全和稳定的地权有助于农户形成长远预期，能激励农户更多投

资、保护耕地 ［８，１１，２６］ 。 因为维持和提升耕地质量对农民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这有助于改善农

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业产出 ［２７］ 。 相反，当地权不稳定时，其会损害农户长期持有土地的信

心 ［９－１０］ 。 此时，农户没有动力来投资耕地和保护耕地质量，特别对那些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有所

回报的长期性投资更是如此 ［１２］ 。 然而，那些有利于提升耕地质量的保护性措施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见效，比如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等，而地权不稳定常常不利于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

措施。
中国农户面临的地权不稳定主要表现为土地调整，虽然《土地承包法》和国家政策一再强调

要稳定地权，并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写入法律，强调在为期 ３０ 年的二轮承包期间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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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包权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 但从一些调查研究来看，中国农村周期性的土地调整仍然存

在，二轮承包期间有相当比例的农户仍经历过土地调整 ［２０－２１］ 。 因此，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土地

调整的农户而言，二轮承包到户较好地保护了土地产权，对他们而言，地权是稳定的，相应的产

权安全性预期会较高。 对那些在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而言，情况则相反，实际

体验的农地产权安全性偏弱，基于历史记忆，未来安全性预期也相应较低 ［２８］ 。 因此基于上述分

析，提出假说 １：
相对二轮承包期间没有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实施耕地质量保护

行为的可能性更低。
（二）农地确权对地权稳定性影响效应的调节机制

产权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产权是重要的。 构建起清晰和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对激励

个人从事生产性活动和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 ［２９－３０］ 。 上述论断得到了不同领域诸多研究

的证实，也正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引下，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十分重视对财产标的物的

产权保护，致力于将模糊、不稳定的产权转变为清晰和稳定的产权。 也是因为认同“产权构建不

可逾越” ［３１］ ，中国政府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工作，以增强对农户承包

权的保护。 ２０１３ 年至今，产权明晰和有效保护两大核心理念就一直贯穿于此次确权颁证工作，
其目的就是增强农户对地权安全的信心 ［２３］ 。 一些研究也证实，农地确权颁证改善了农户产权

安全性感知 ［２４，３２］ ，让农户更敢于投资土地，也会基于长远意识而更加爱护土地 ［１７，２５］ 。 然而，除
关注 “农地确权颁证—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这一直接效应外，还应该注意到农地确权可能存在

的间接影响，即确权颁证在“地权稳定性—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可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调节

性作用。
对农户而言，二轮承包期间是否经历土地调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调整经历会负面影响农

户对地权安全性的预期。 而新一轮确权的目标是，通过地籍调查、权属审核、注册登记、颁发证

书等一系列步骤赋予农户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地权，提升产权强度。 因为确权本身意味着农地产

权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标志着土地权利在法律层面更有保障 ［３３］ 。 确权带来的边界清晰不仅

有助于地权纠纷减少，而且完备的权利让农户不用担心失去土地。 即使农户遭受利益侵犯，也
因有法可依而得到应有的保护 ［３４］ 。 因此，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有助于增强农户产权安全性预

期，提升其长远持有土地的信心，有利于削弱因土地调整经历而产生的不安全预期，从而缓解地

权不稳定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２：
农地确权可能会在“地权稳定性—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发挥调节性作用，预期新一轮确权

会削弱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为验证地权稳定性，即土地调整历史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识别农地确权颁

证的调节效应，课题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广西 ９ 个地市进行了问卷调

查。 选择广西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广西近些年来较少调整土地，使得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二轮承

包期间的土地调整经历能够成为历史记忆或历史体验，有利于验证本文构建的历史层面地权稳

定性、现实层面新一轮确权颁证和农户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且，历史层面的地权稳定性和

当前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由于发生时间先后区分清晰，两者的内生性问题也会得到有效

缓解。 此次调查按照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次随机抽样和重点抽样，一共调研了 ３６
个县 ７２ 个村庄，发放问卷 ９００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８１８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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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置

（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多样性 ［４，３５］ ，鉴于广西面临的主要耕地质

量问题是有机质过少和土壤养分不平衡，因此以农户采取有机质提升行为和养分平衡行为为

例，来研究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行为。 第一，有机质提升行为，使用农户

是否施用有机肥来予以指示 ［３６－３７］ 。 第二，养分平衡行为，使用农户是否采纳秸秆还田技术来指

示。 选择上述两个指标来测度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已有文献证实地权稳定

性主要影响与地块相连的长期性投资 ［１２］ ，而有机肥和秸秆还田都属于与地块相连，且需要较长

时间才能够起到改善地力的保护性措施 ［１８］（表 １） 。
表 １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施有机肥 是否施有机肥：１ ＝是；０ ＝否 ０．６６ ０．４８

秸秆还田 是否进行秸秆还田：１ ＝是；０ ＝否 ０．５１ ０．５０

土地大调整经历 二轮承包期间，是否经历过土地大调整：１ ＝是；０ ＝否 ０．２１ ０．４１

土地小调整经历 二轮承包期间，是否经历过土地小调整：１ ＝是；０ ＝否 ０．３８ ０．４９

农地确权颁证 是否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１ ＝是；０ ＝否 ０．７６ ０．４３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５０．０５ ９．５８

文化程度 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及以上 １．５３ ０．６５

民族 １ ＝汉族；０ ＝少数民族 ０．４７ ０．５０

耕地保护认知 是否认同农民是耕地质量保护的主要责任人：１ ＝是；０ ＝否 ０．４０ ０．４９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中拥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数量 ２．８４ １．２６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年纯收入水平：１ ＝ １０ 万元以上；０ ＝ １０ 万元以下 ０．１６ ０．３７

兼业化程度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１ ＝小于 ５０％（含） ；２ ＝ ５０％以上 １．３３ ０．４７

家庭社会资本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１ ＝有；０ ＝无 ０．０７ ０．２５

经营规模 土地经营面积是否大于样本均值：１ ＝是；０ ＝否 ０．３１ ０．４６

细碎化程度 拥有的土地块数是否大于样本均值：１ ＝是；０ ＝否 ０．３３ ０．４７

种植结构 种植粮食作物比例是否超过 ５０％：１ ＝是；０ ＝否 ０．７１ ０．４６

耕地质量 对经营的耕地质量评价：１ ＝较差；２ ＝一般；３ ＝良好；４ ＝优 ２．２８ ０．６２

耕作便利性 需要走多长时间到耕种的土地：１ ＝ １０ 分钟以内；２ ＝ １１ ～ ３０ 分钟；３ ＝

３１ ～ ６０ 分钟；４ ＝ ６１ 分钟以上

２．０６ ０．７７

村庄区位 从村里出发乘班车到县城一般需要多久：０ ＝ ６０ 分钟以内；１ ＝ ６１ 分

钟以上

０．４４ ０．５０

村庄地形地貌 １ ＝山地；２ ＝丘陵；３ ＝台地；４ ＝平原 ２．３８ １．０５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是否贫困村：１ ＝是；０ ＝否 ０．４０ ０．４９

　 　 （ ２）地权稳定性。 本文所言的地权稳定性主要是历史层面的，因此使用二轮承包期间农户

土地调整经历来测度地权稳定性。 按照土地调整涉及的农户和土地范围差异，农村土地调整可

以区分为大调整和小调整两类 ［３８］ 。 因此，本文引入二轮承包期间，农户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土地

小调整经历两个关键解释变量。 具体调查中，为了让农户理解土地大调整和小调整之间的差

别，调查员主要从地块层面的变动来予以解释：当农户目前拥有的承包地与二轮承包到户初期

相比，大多数地块发生变动或全部发生变动时，认定农户经历了土地大调整；当家庭承包地只有

个别地块发生变动时，认定农户经历过土地小调整。
（３）农地确权颁证。 农地确权颁证是本文的调节变量，鉴于农户持有新一轮确权证书是完

成农地确权的关键步骤，也是农户承包权获得法律认可的最终证明，因此，使用农户是否获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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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确权证书来指示确权颁证这一核心解释变量 ［２２］ 。 描述性结果也显示，有 ７６％的农户拿到

了新一轮确权证书。
（４）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参照已有研究，引入户主层面、家庭层面、土

地经营层面和村庄层面 ４ 个维度的相关控制变量 ［１８，２４］ 。 户主层面包括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
民族、耕地保护认知；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水平、非农兼业化程度和家

庭社会资本 ４ 个控制变量 ［３６，３９］ ；土地经营特征维度，参照已有文献，引入经营规模、细碎化程

度、种植结构、耕地质量、耕作便利性 ５ 个控制变量 ［２４］ ；村庄特征维度，引入村庄区位、村庄地形

地貌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３ 个变量 ［２５］ 。 此外，为了控制区域层面潜在因素可能引致的异质性，
本文还引入地市层面的虚拟变量①。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地权稳定性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由于两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均为二分类变量，因而选择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予以估计。 具体

模型如下：
Ｙ ＝ ａ０＋ｒ１Ｌ⁃ａｄｕ＋ｒ２Ｓ⁃ａｄｕ＋ｒ３Ｃｅｒ＋􀰑β ｉＸ ｉ＋ε１ （１）

其中，Ｙ 指示农户的施有机肥行为和秸秆还田行为，Ｌ⁃ａｄｕ 表示二轮承包期间农户的土地大

调整经历，Ｓ⁃ａｄｕ 表示二轮承包期间农户的土地小调整经历，Ｃｅｒ 表示作为调节变量的新一轮确

权颁证， Ｘ ｉ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通过式（ １）来检验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

行为。
基准回归显示（表 ２） ，对于农户施有机肥行为，大调整经历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相对

二轮承包期间没有经历过土地大调整的农户，有大调整经历的农户更不可能施有机肥。 但土地

小调整经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小调整经历不会削弱农户施用有机肥的行为。 对于农户

秸秆还田行为，土地大调整经历的作用不显著，而土地小调整经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

向为负，表明土地小调整经历不利于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 总结而言，基准回归证实二轮承

包期间的土地调整经历会弱化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动机，导致农户更不愿意保护耕地。 也就是

说地权不稳定确实会弱化农户的保护性动机 ［８，１０］ ，假说 １ 得到验证。 但是对不同类别耕地质量

保护措施，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土地小调整经历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 为何土地大调整与土地小

调整对农户施有机肥行为和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有差异？ 本文猜测这一方面可能与大调整和

小调整的差异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类型差异相关。 当前农村有机肥多是商

业有机肥，相对传统有机肥，商用有机肥发挥功效的周期较短。 并且，有机肥施用主要是农户自

己完成的，即使土地小调整，农户也能灵活地进行针对性调整。 因此，表现为土地小调整对农户

施有机肥行为没显著负向影响。 土地大调整经历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没有显著负面影响，很可

能是因为二轮承包期间农户很少进行秸秆还田，导致二轮承包期间土地大调整这种历史记忆对

农户当前的秸秆还田行为没有深刻影响。 土地小调整经历能发挥显著作用，可能是因为秸秆还

田的成本较高，一般使用机械来完成，这需要土地连成片，而小调整带来的土地分割对于农业机

械的应用十分不利，因此表现为土地小调整经历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有负向影响。
作为调节变量的农地确权分别在 １０％和 １％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采纳施有机肥和进

行秸秆还田，即新一轮确权的开展确实能够有效激励农户保护耕地质量，增加农户施有机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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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秸秆还田行为的可能性，这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 ［２５，２８］ ，说明新一轮确权颁证带来的产权安

全性提升有助于改善土壤生态 ［２４］ ，预期的直接影响效应成立。
表 ２　 地权稳定性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变量 施有机肥 秸秆还田

土地大调整经历 －０．９２０∗∗∗（０．１７３） －０．１５９（ ０．２１０）

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２１７（ ０．１５１） －０．９４６∗∗∗（０．１７８）

农地确权颁证 ０．３１５∗（０．１８０） １．６８３∗∗∗（０．２５０）

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文化程度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６）

民族 －０．４２６∗∗（０．１６８）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９）

耕地保护认知 －０．４３８∗∗∗（０．１４６） ０．１４０（ ０．１７２）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６）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４３（ ０．２１１） ０．４９５∗∗（０．２３５）

非农兼业化程度 －０．０４６（ ０．１７４） －０．４４０∗∗（ ０．２０７）

家庭社会资本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７） ０．４７８（ ０．３３０）

经营规模 ０．３４４∗（０．１９７） ０．４２３∗（０．２１９）

土地细碎化 －０．３７５∗（０．１９３） －０．１１５（ ０．２１２）

种植结构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５（ ０．１９２）

耕地质量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５） －０．２９４∗∗（ ０．１３５）

耕作便利性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６）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０）

村庄区位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５） ０．３１２∗（０．１７９）

村庄地理地貌 ０．１２５∗（０．０６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８）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２） ０．９２１∗∗∗（０．１７８）

常数 －０．２４６（ ０．６８０） －０．６５３（ ０．８０４）

地市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８０５ ７８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３４ ０．３７９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农地确权颁证的调节效应

二轮承包期间的土地调整经历不仅是地权稳定性的直接表现，而且作为农户个人历史体

验，会让农户形成地权不安全预期，进而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７，９］ 。 新一轮确权颁

证就是希望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改善农户产权安全预期，从而激励农户更多投资和保护土

地 ［４０］ 。 为检验新一轮确权颁证是否会在“地权稳定性—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发挥调节效

应，参照已有研究 ［４１－４２］ ，引入农地确权和土地调整经历的交叉项。 结果显示（表 ３） ，对于农户

施有机肥行为，“农地确权∗土地大调整经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为正。 结合表 ２，
这意味着农地确权会负向调节土地大调整对农户施有机肥行为影响效应。 类似地，对于农户秸

秆还田行为，“农地确权∗土地小调整经历”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为正。 这说明新一轮

确权颁证会负向调节土地小调整对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行为的影响。 因此，表 ３ 证实，虽然

地权不稳定不利于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但是农地确权的推行，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削
弱了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假说 ２ 得到验证，在特定情形下，农地确权确实在“地权稳定

性—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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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农地确权颁证的调节效应

变量 施有机肥 秸秆还田

土地大调整经历 －１．９７８∗∗∗（０．４０３） －５．２３３（ １４７．１００）

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２） －２．４４０∗∗∗（０．４８８）

农地确权颁证 ０．１８１（ ０．２３２） １．０６４∗∗∗（０．２９７）

农地确权∗土地大调整经历 １．４３５∗∗∗（０．４５８） ４．６８８（ １４７．１００）

农地确权∗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２２０（ ０．２０８） ２．２１０∗∗∗（０．５０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７９３ ７７１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５９ ０．４６２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 ２ 一致。

五、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讨论

（一）子样本检验

农户经营的土地包括承包地和转入地。 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农户对自家地和转入地的态度

有所不同 ［１８，３９］ ，但考虑到土地调整主要涉及承包地，对转入地的影响较弱。 因此，本文剔除那

些有转入土地经营的农户，只分析耕种自家承包地农户的保护性行为，通过子样本来检验地权

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是否稳健。 结果显示（表 ４） ，对于农户施有机肥行为，
土地大调整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土地小调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于农户秸秆还田行为，
土地大调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土地小调整则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与基准回归的发

现一致，再次印证假说 １。
与此同时，作为调节变量的农地确权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新一轮确权的开展有助于

激励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 ［３２］ 。 与基准回归一致，对于农户施有机肥行为，交叉项“农地

确权∗土地大调整经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表现为农地确权负向调节土地大调整经历对农

户施有机肥行为的影响效应。 对于农户秸秆还田行为，交叉项“农地确权∗土地小调整经历”
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样表现为农地确权负向调节土地小调整经历对农户采取秸秆还田行为

的影响效应。 因此，农地确权削弱地权不稳定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判断再次得到印证，
假说 ２ 是稳健的。

表 ４　 子样本检验

变量
承包地

施有机肥 秸秆还田

土地大调整经历 －１．４９５∗∗∗（０．５２６） －４．３０１（ １５４．２００）

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１３１（ ０．２３６） －０．４２０∗∗（ ０．２０１）

村庄层面确权颁证 ４．１３９∗（０．５１０） １．５４０∗∗∗（０．２７６）

农地确权∗土地大调整经历 ２．１３８∗∗∗（０．５７６） ４．０４６（ １５４．２００）

农地确权∗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０） ０．５２８∗∗（０．２０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９４ ５９４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５０７ ０．２８７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 ２ 一致。

（二）替代变量检验

农户获得确权证的时间有短有长，如果是农户自身特征引起的，那么农地确权颁证这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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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变量就存在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 幸运的是，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确权颁证是整村推进的，在
村庄内部，农户获得的确权证的时间大致相同。 因此，获得确权证的时间差异更多是不同村庄

之间的，而非农户自身特征引起的。 为进一步排除这一可能的干扰，本文使用村庄层面确权颁

证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表 ５） ，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土地小调整经历的影响

与基准回归无异，两个交叉项“村庄层面确权颁证∗土地大调整经历”和“村庄层面确权颁证∗
土地小调整经历”依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因此，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是可信的。
表 ５　 替代变量稳健性检验

变量 施有机肥 秸秆还田

土地大调整经历 －１．３８９∗（ ０．９３９） －０．５９２（ ０．４４３）

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７０８（ ０．８９９） －０．３７０∗∗∗（ ０．３５９）

村庄层面确权颁证 ２．３１４∗∗（ １．９４３） ０．４３６∗∗（ ０．５４０）

村庄层面确权颁证∗土地大调整经历 １．０４８∗∗（ ０．９５３） ０．５２９（ ０．４７３）

村庄层面确权颁证∗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４４８（ ０．９０６） ０．６６１∗∗（ ０．３９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４９ ５４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４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 ２ 一致。

（三）基于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与以往成果一致，前述模型并未考虑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可能的互补或替代联

系。 然而，一旦不同种类保护措施存在此类联系，使用联立方程会更有效率。 为排除上述可能

的影响，本文选择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表 ６） ，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土地小调

整经历对农户施有机肥和秸秆还田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一致，假说 １ 依然成立。 农地确权也依然

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交叉项“农地确权∗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农地确权∗土地小调整经历”的

影响与基准回归无异，说明农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开展确实能够有效削弱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

影响，假说 ２ 是稳健的。
表 ６　 基于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施有机肥 秸秆还田

土地大调整经历 －０．３３８∗∗（ ０．２７６） ０．３８６（ ０．３２５）

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２３４（ ０．２７１） －０．６０３∗∗∗（ ０．３７１）

农地确权颁证 ０．７８６∗∗（ ０．２１７） １．８４５∗∗∗（ ０．２９２）

农地确权颁证∗土地大调整经历 ０．４６０∗∗（ ０．２８４） －０．５４７（ ０．３３８）

农地确权颁证∗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４８６（ ０．２９９） ０．３３３∗∗∗（ ０．３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６７ ５４９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４２．６８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０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 ２ 一致。

（四）进一步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发现新一轮确权颁证会削弱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

响。 但一个明显事实是，那些已经获得农地确权证的农户，拿到证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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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试点确权颁证，农户获得新一轮确权证的时间范围为 ０ ～ ６ 年①。 为了识别农户

获得农地确权颁证时间长短如何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检验获得确权证书时间是否对地

权稳定性有类似的调节效应，本文借鉴程令国等 ［４３］ 的思路，以中间年份为划分标准，引入“获得

新一轮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１ ＝ 是；０ ＝ 否”这一虚拟变量，将农户划分为获得时间较长的农

户和获得时间较短的农户。
结果显示（表 ７） ，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土地小调整经历的影响效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假

说 １ 依旧稳健。 但对于农户施有机肥行为，调节变量获得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并不显著，两
个交叉项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相对获取证书较短时间的农户，获得确权证时间较长的

农户施用有机肥的概率没有提高，获得确权证时间长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 对于农户秸秆还田

行为，不仅土地大调整经历和土地小调整经历的影响效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而且获得确权

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为正。 说明随着时间推移，确权颁证存在

明显的时滞效应，获得证书越久，农户采用秸秆还田的可能性会增加。 交叉项“获得确权证书是

否超过 ３ 年∗土地大调整经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获得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土地小

调整经历”显著为正，说明相对获得确权证书不足 ３ 年，获得确权证书超过 ３ 年会显著削弱土地

小调整经历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随着农户获得确权证书时间的延

长，确权能够更好地消除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获得确权证书时间越长，
农户对新一轮确权能够保护地权的信心越强，使得二轮承包期间地权不稳定引致的负面效应渐

渐变弱。
表 ７　 进一步分析

变量 施有机肥 秸秆还田

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 ０．１７４（ ０．３３０） ０．６３１∗∗（ ０．３４０）

土地大调整经历 －０．９０１∗∗∗（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６（ ０．２４０）

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０１６（ ０．１９４） －０．２７９∗∗∗（ ０．２００）

获得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土地大调整经历 －０．１１９（ ０．３４２） ０．０６０（ ０．３５３）

获得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土地小调整经历 －０．７４２（ ０．３９４） ０．３７５∗∗（ ０．４４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９０ ６７６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７６ ０．２００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 ２ 一致。

六、结论与启示

保护耕地质量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天天和农地打交道的农户如何对待土地，事关农

地质量的稳定和提升，因此，如何激励农户更积极保护耕地质量就显得尤为关键。 来自多个国

家的经验证据表明，地权稳定对激励农户保护耕地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检验新时期这

一命题在中国的有效性，本文基于广西的农户问卷调查，考察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

护行为的影响。 以有机质提升行为和养分平衡行为为例，验证了地权稳定性，即二轮承包期间

土地调整经历对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实际影响。 研究表明，地权不稳定确实会显著负

向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过调整经历确实不利于农户积极保护耕地。 考虑到中国当前

正在推进新一轮确权颁证，致力于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农地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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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来增强农户的地权安全性预期，而这可能会削弱地权不稳定带来的

不安全感。 因此，本文结合新一轮确权的时代背景，进一步验证了农地确权在“地权稳定性—耕

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的调节性作用。 结果证实，确实存在这一间接的作用机制，农地确权颁证

能够负向调节地权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即新一轮确权颁证能够缓解二轮承包期间地权不稳定

性（土地调整经历）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负面效应。 进行子样本稳健性检验，替代变量

检验和使用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检验，证实上述发现是稳健的。 考虑到农户持有确权证的时间不

同，本文还延伸讨论了获得确权证时间长短是否在“地权稳定性—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有类似

的调节性作用，结果发现对于农户的施有机肥行为，获得确权证书是否超过 ３ 年既不存在直接

的促进效应，也没有间接的调节性作用。 但对于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相对获得确权证书时间

不足 ３ 年的农户，获得确权证书超过 ３ 年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户采用这一技术，而且会负向调节

地权稳定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农地确权有时滞效应，随着确权颁证时间延长，确权能够更为有

效地促进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高度重视地权不稳定对农户保护耕地质

量行为的负面影响。 本文证实，地权不稳定不利于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二轮承包期间

的土地调整经历会削弱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 并且，对于特定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随
着农户获得确权证时间的延长，这一效应还会增强。 因此，要坚决贯彻落实“增人不增地、减人

不减地” ，杜绝行政性的土地大调整，降低土地小调整频率。 中央已经明确二轮承包到期后还要

继续延包 ３０ 年，十分重视稳定农户承包权，并着力推动农村地权保持稳定化和长期化。 在这一

背景下，各地更应当以此为契机，做到对农户土地产权的有力保护。 其次，要加快新一轮确权颁

证的收尾工作，保障每一个农村家庭都能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 新一轮确权的目标是做到地权

的清晰化和有效保护，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户地权安全性预期。 本文证实，新一轮确权不

仅能直接激励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而且还能够负向调节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

护行为的影响，从而间接起到积极作用。 因此，各地应做到全面覆盖和准确无误、高质量完成这

一基础性工作，给广大农户吃上长效“定心丸” ，让新一轮确权成为可信任的、能真正保护农户

土地权益的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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